
　杜威的教育思想对 20世纪
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

○吴健敏

　　20 世纪初 ,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 , 中国的教育开始全

面走上现代化的征程。中国教育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化

过程中 , 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, 而其

中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。

胡适曾说 ,自从中国和西洋文化接触以来 , 没有一个外

邦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像杜威这样大。北京大学教授

吴俊升在《增订杜威教授年谱》中说 , 中国教育所受外国学

者影响之广泛与深远 ,以杜威为第一人 , 杜威所给予国外教

育影响之巨大 ,也以中国为第一国。但是 , 在建国后教育领

域内清算资产阶级思想流毒的运动中 , 杜威的教育思想成

了重点批判对象 , 诸如《杜威批判引论》 、《杜威的道德教育

思想批判》 、《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》 、《批判杜威的反动教育

思想》 、《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》等著作 , 以铺天

盖地的气势对给中国教育改革带来过积极影响的杜威教育

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。“文革”结束后 , 中国教育界在拨

乱反正中对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价 ,

而如何认识和评价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,

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的课题。本文拟在这方面略陈己

见 ,以就教于方家。

从传入途径看 ,杜威的教育思想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改

革的影响 ,直接或间接地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。

第一 ,杜威自己亲临中国言传身教。在“五四”运动爆发

前三天的 1919 年 5月 1 日 ,杜威来到中国 , 进行了长达两年

两个月的讲学和旅游。杜威以世界一流教育家的身份在身

居要职的中国弟子们的簇拥下 ,到过上海 、北京 、河北 、山西 、

山东 、江苏 、江西 、湖北 、湖南 、浙江 、福建 、广东 、东北三省等

地 ,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, 举行了数百场学术演讲 , 竭力宣

传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。这对在“五四”运动的风云激荡下

正向中国传统思想发起猛烈冲击而热衷于引进西方新思想

新观念的中国教育界的影响 , 是可想而知的。说当时处于

新旧交替之中的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“杜威热”似乎也不

为过 ,以下事实就是明证:以最快的速度出版的杜威在华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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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集《杜威五大演讲》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 , 短期内即破

记录地再版 10次;杜威的主要教育论著 , 如《学校与社会》 、

《经验与教育》 、《民本主义与教育》 、《我的教育信条》 、《德育

原理》 、《儿童与教材》等等都被迅速地翻译出版 ,其中的《民

本主义与教育》还被作为师范院校教育学的教科书得到广

泛使用;杜威教育理论中的著名命题 , 如“教育即生活” 、“学

校即社会”等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极为流行的语言;当时最

具权威性的教育刊物《新教育》 、《教育杂志》 、《中华教育界》

等大量刊载杜威教育论文的汉译文。①

第二 ,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着深厚学术渊源并推崇杜

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调研 。与杜

威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 , 以继承和发展杜威的

教育思想为己任的孟禄 、克伯屈 , 曾于 1921 年和 1927 年分

别应“中国实际教育调查社”和“中国教育改进社”的邀请来

中国讲学调研。在华期间 , 这两位教育专家对杜威教育思

想的推崇不仅对当时中国教育界方兴未艾的“杜威热”起到

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, 而且还身体力行地以杜威的实用主义

教育思想为理论指导直接参与了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。

第三 ,杜威的中国弟子将杜威的教育思想用于中国的

教育改革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 , 20 世纪中国教育改

革是由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回国留学生掀起的。尤

其是“庚款留学潮”中赴美攻读教育专业的留学生对中国教

育改革的推动更是功不可没。 在中国教育开始全面改革的

20 世纪 20年代 , 中国的教育部长 、教育厅长 、大学校长几乎

都由留学归国人员担任 , 其中从杜威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

毕业的回国人员不在少数。如蒋梦麟曾任教育部长和北大

校长 , 胡适曾任北大教务长 、校长和中国公学校长 , 陈鹤琴

曾任北高师校长 ,郭秉文曾任南高师校长 , 张伯苓曾任南开

大学校长 ,陶行知曾任南高师教育系主任……真可谓不胜

枚举。当然 , 还有更多得杜威教育思想之真传名不见经传

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默默无闻地工作在中国教育改革的

第一线。这些受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极为深厚的中国教育

改革的实力派人物 , 在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方面自觉不自

觉地留下了或隐或显的“ 杜威印记” , 从中自然也就不难看

出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之所在。

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, 主要体现在中

国的学制改革上。

杜威来华的 1919 年 , 正是中国教育界讨论学制改革最

为热烈的时候。这一年 , 在太原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

五届年会 ,将学制改革作为会议的首要议题。会议就各省

提出的几个不同的学制改革预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, 虽因

分歧太大没有出台新学制 , 但在学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达

成了共识 ,即“教育之真义”要“以儿童为本位” , “养成健全人

格 ,发展共和精神” 。②这为新学制具体内容的制定起到很重

要的作用。这个指导思想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了杜威的

相关教育理论。所谓“以儿童为本位”就是杜威的“儿童中心

说” , 即反对以任何外在的目的把儿童塑造成某一定型的人

格 ,主张一切从儿童出发 , 充分发挥儿童的个性。所谓“养成

健全人格 ,发展共和精神” , 也就是对杜威“智能个性论”和

“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学说”的概括。两年后 ,在广州召开

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上通过了“学制系统草案” 。

1922年 9 月 ,教育部专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 , 讨论修改了这

个草案。最后 ,教育部根据全国学制会议的决议案审定了

“学制系统草案” , 并于 1922 年 11 月 1 日正式颁布实施“新

学制” 。这个“新学制”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在中国现代教育史

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“壬戌学制” 。从这个对 20 世纪中国教

育发展进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“壬戌学制”的具体内容

看 ,它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全面贯彻了“新教育之真义” , 而且

诸多方面都留下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深刻影响 , 这

从新学制所制定的新教育的七项标准中可明显看出来。

(一)适应社会进步之需要;(二)发挥平民教育精神;(三)谋

个性之发展;(四)注意国民经济力;(五)注意生活教育;(六)

使教育易于普及;(七)多留地方伸缩余地。③从 20 世纪中国

教育的整体发展趋势看 , 可以说“壬戌学制” 奠定了中国基

础教育的基本格局。这个新学制为中国结束旧式教育提供

了制度保证 ,从而使中国的基础教育迈上现代化的轨道。

其实 ,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新学制的酝酿讨论

过程中就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。杜威教育理论的忠实实践

者 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务主任孟禄博士 , 在杜威

结束访华不久的 1921 年 9 月又专程来华 , 在陶行知等人的

陪同下 ,到北京 、保定 、太原 、开封 、南京 、无锡 、苏州 、上海 、杭

州 、南通 、福州 、厦门 、广州 、济南 、曲阜 、天津 、奉天等地 ,对中

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考察 , 并在所到

之处大力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。而且 , 经过实地

调查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有了感性认识之后 , 孟禄博士还以

极大的热情参与了新学制的讨论和修订。孟禄在中国期

间 ,正逢以讨论学制改革为主要任务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

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 , 孟禄以特邀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这次

会议 ,并在会上作了对新学制的确定起到很大作用的专题

演讲。这次会议的会议纪要对此作了很好的记载:“此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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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其间 ,恰逢孟禄博士来粤 , 对于会议进行 , 贡献甚多。计

开演讲会一次 ,谈话会三次 , 所讨论者皆属根本问题。 ……

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 , 间接影响于会后全国教育界

者 ,实非浅解。此本届会议中最可纪念之一事也。”④

杜威的教育理论还对中国教育界的教材 、课程改革产

生了较大的影响。

中国旧式教育的教材受“以忠孝为本 , 以中国经史之学

为基”的教育方针所限 , 严重脱离学生的实际和现实生活实

际 ,几乎以“千年不变”的方式让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们在充

满学究气的陈旧教材中接受着“千年不变” 的教育。杜威的

“儿童中心说” 、“教育即生活” 、“学校即社会” 、“从做中学”等

主要观点 ,随着中国教育界“ 杜威热”的掀起而得到广为传

播并被广泛接受 , 这自然使人们对远离生活实际和儿童实

际的旧式教材产生不满。而且 , 不以新式教材取代旧式教

材 ,也就无法贯彻“新学制” , 尤其难以贯彻“新教育之真义” 。

于是 ,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纷纷着手改革教材。在杜威“儿童

中心说”的影响下 ,以“研究并编译儿童用书改造全国小学

教育为宗旨”的“儿童用书研究会”应运而生。儿童用书研

究会“以促进儿童用书之革新”为己任 , 组织编写 、翻译 、出

版了大量儿童教科书及儿童课外读物。这些新的儿童用书

一扫旧式教材的酸腐学究气 , 密切联系生活实际 , 以儿歌 、

童话 、民谣 、寓言等新鲜活泼的体裁为主 , 文章内容多以描

写儿童常见的猫 、狗等动物和常见的植物为主 , 充分考虑到

了儿童的兴趣爱好和自然天性。 杜威的“教育即生活” 和

“从做中学”等著名的观点使教材改革更加注重现实性和实

用性。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各科新式教材 ,都大幅度地增

加了应用性的内容。如 1923 年出版的当时在全国发行的

《初级国语读本》 , 就将“内容务求适切于现实的人生” 列为

其“选材要旨” 。⑤在如今的教材改革热潮中 , 重温 20世纪初

对中国的教材改革有过切实帮助的杜威教育理论 , 应该说

仍然不无启发。比如 , 要解决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中“积累”

起来的现行教科书严重偏离学生兴趣等积弊 , 重提杜威的

“学生兴趣主义”和“教育即生活”等观点 ,还是相当适时的。

从课程改革方面看 , 杜威的“活动课程论”思想也发挥

了很大的作用。“活动课程论”主张让学生根据自己身心发

展的不同特点。灵活掌握学习的进度 ,不同的学校可根据

师资 、设备和地方需要开设不同的学科 , 以满足学生不同的

兴趣爱好和适应地方的实际需要。 20 世纪 20 年代的课程

改革中 , 很重要的一项改革成果是在中学采用学分制和综

合课程制 ,与学分制和综合课程制相配合 , 则要求开设大量

选修课。这项改革举措显然深受杜威“活动课程论”教育思

想的影响。由于受到师资不足等条件的制约 , 这项课程改

革举措在当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, 但从此后中国教育

改革的具体实践看 ,开设一定量的活动课程 , 一直是 20 世纪

中国课程改革的一个方向。

综上所述 ,杜威的教育思想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中

的学制改革 、教材改革 、课程改革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不

过 ,这并不意味着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

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。作为对 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产生过

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教育家 , 杜威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。

而且 ,从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 , 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

改革的影响 ,也不可能完全是积极的 、正面的 ,其消极的 、负

面的影响亦毋庸讳言。比如 ,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学说 , 在

克服脱离社会现实和不顾儿童身心发育的教育弊端方面 ,

是富有积极意义的;但就人接受教育的实际途径看 , 除了通

过直接经验接受教育外 , 通过间接经验接受系统的知识教

育 ,才是更主要的 , 系统的知识传授也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中

心工作。陶行知当年创办晓庄师范学校 , 以杜威教育即生

活学说为指针 ,在晓庄师范学校中附设乡村中心小学 、乡村

中心幼稚园 、民众夜校 、晓庄剧团 、乡村救火会 、中心菜园 、乡

村医院等等 , 俨然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。 这种小而全的

办学模式 ,在重社会实践的同时忽视了知识的系统传授 , 办

学效果并不理想。当然 , 本文有限的篇幅不可能全面地阐

述和评价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。

注释:

①黎洁华:《杜威在华活动年表》(上 、中 、下), 《华东师范

大学学报》 1984 年第 1-3 期;赵祥麟 、王承绪编译:《杜威生

平和著作年表》 、《杜威教育论著选》 ,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1981年版。

②③《评新学制草案》 ,《教育杂志》第 11 卷号外《学制课

程研究专号》。

④《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纪略》 ,《教育杂志》第 14

卷第 1号。

⑤《初级国语读本》 ,中华书局 1923年版。

吴健敏 ,浙江温州医学院助理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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